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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講討論書文目錄： （以黃標字體者為「指定閱讀」，未黃標字體者為「自選閱讀」） 

第一講  明清經濟史研究的範式轉移：何謂「制度經濟史」？ 

（一）王業鍵，1983，〈明清經濟發展並論資本主義萌芽問題〉，《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

1983,3：30-39、54；黃宗智，1994，〈中國研究的規範認識危機——社會經濟史中的悖

論現象〉、〈答雷蒙‧邁爾斯〉，收入《中國研究的規範認識危機：論社會經濟史中的悖

論現象》；蘇基朗，〈中國經濟史的空間與制度——宋元閩南個案的啟示〉，《歷史研究》

2003,1。（二）《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導論〉；石錦，1990，〈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研

究理論的評介〉，氏著《中國近代社會研究》頁101-137；吳承明，2001，〈現代化與中

國十六、十七世紀的現代化因素〉，收入葉顯恩、卞恩才編《中國傳統社會經濟與現代化》，

頁1-29；李伯重，2001，〈英國模式、江南道路與資本主義萌芽〉，《歷史研究》2001,1：

116-126。（三）岸本美緒，1998(1990)，〈倫理經濟論（moral economy）與中國社會研

究〉，收入王亞新譯《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契約》頁327-349；Evelyn S. Rawski, 1991. 
“Research Themes in Ming-Qing Socioeconomic History--the State of the Field,＂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0,1: 84-111。（四）王國斌，《轉變中的中國—歷史變遷與歐洲

經驗的局限》，頁7-55；李伯重，〈「相看兩不厭」—王國斌《轉變的中國：歷史變遷及

歐洲經驗的局限》評介〉，《史學理論研究》2000,2：148-158。馬敏，2003，〈據之於

實情：建立中國史學新典範的若干啟示―以李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

為例〉，《歷史研究》2003,1。（五）黃宗智，2002，〈發展還是内捲？十八世纪英國與

中國—評彭慕蘭《大分流：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歷史研究》2002,4：

149-176；彭慕蘭，〈世界經濟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較與综合觀察—回應黃宗智先生〉，

《歷史研究》2003,4：3-48；史建雲，〈重新審視中西比較史《大分流：歐洲、中國及現

代世界經濟的發展》述評〉，《近代史研究》2003,3：198-223；王家範，2004，〈中國

社會經濟史面臨的挑戰--回應《大分流》的"問題意識"〉，《史林》2004,4:；何愛國，2006，

〈《大分流》研究綜述〉，「人大經濟論壇」轉載（http://bbs.pinggu.org/a-1668877.html ）。

日本與美國的研究史可見：（六）高明士，1996(1982)，《戰後日本的中國史研究（增訂

版）》；Paul A. Cohen, 1984.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Research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李榮泰等譯，古偉瀛校訂，《美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台北：

聯經，1991；林同奇譯，《在中國發現歷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北京：中華，

1989）；Evelyn S. Rawski, 1991. “Research Themes in Ming-Qing Socioeconomic History--the 
State of the Field,＂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0,1: 84-111.  

Douglass C. North：1999(1973)，《西方世界的興起》，厲以平、蔡磊譯； 1995(1981)，《經

濟史的結構與變遷》，劉瑞華譯；1994(1990)，劉瑞華譯，《制度、制度變遷與經濟成

就》；劉瑞華，1994，〈新經濟史革命——介紹R. Fogel和D. North的學說〉，《新史

學》5,3。（二）Ronald H. Coase：1988(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Pp.35-40. （〈廠商的本質〉，收入陳坤銘、李華夏譯《廠商、市場與法律》

頁45-69）；張五常，1999，〈交易費用的範式〉，《社會科學戰線》1999,1：1-9。Ronald 
H. Coase, 1988(1960).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In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Pp.95-156.（〈社會成本問題〉，收入《廠商‧市場與法律》頁113-179）；Robert Cooter 

and Thomas Ulen, 1994(1988).《法和經濟學》（張軍等譯）頁1-19；干學平，1992，〈交

易成本與經濟法學〉，《律師通訊》148：49-53；簡資修，2004，〈法律之經濟分析：

一個自主但開放的法學觀點〉，收入《經濟推理與法律》頁1-13；Duncan Kennedy, 1998. 
“Law-and-econoim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Legal Studies,” in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and the Law, pp.465-474. （三）Karl Polanyi, 1957. “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 In Karl Polanyi, Conrad M. Arensberg, and Harry W. Pearson, eds. 
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 Economies in History and Theory , Pp. 243-270（本

文也收入：Mark Granovetter and Richard Swedberg eds., 1992, 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 pp.29-51.）. Fred Block and Margaret R. Somers, 1989. 〈導論〉，收入黃樹民、石

佳音、廖立文譯《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頁1-55。Chris Hann and Keith Hart, 2011, 

Economic Anthropology, Ch4 ”The Golden Age of Economic Anthropology,” Ch5 “After the 

Formalist-Substantivist Debate,” pp.55-99.（四）E. P. Thompson, 1993, Customs in Com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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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in Traditional Popular Culture, “Introduction: Custom and Culture,” pp.1-15.；錢乘

旦，1995，〈轉型社會中的平民百姓——讀E. P. 湯普森《鄉規民俗》〉，《二十一世

紀》1995, 4：58-65。  

第二講 「數目字管理」是什麼？財政結構與商貿體制的變動 

王國斌，《轉變中的中國——歷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第4、5章（頁84-135）。黃仁宇，

1986，〈我對「資本主義」的認識〉，《食貨》復刊16,1/2：26-49；邱澎生，2000，〈「數

目字管理」是洞見或是限制？黃仁宇「大歷史觀」下的明清市場與政府〉，《台大歷史學

報》26：351-376。  
（一）Ping-ti Ho（何炳棣）. 1959.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中譯：《明

初以降人口及其相關問題，1368-1958》(葛劍雄譯)，頁3-96、99-136、302-325〈結論〉

（參考：徐泓，2012，〈何炳棣教授的明清史研究〉，《明代研究》18：23-46）；韋慶

遠，1961，《明代黃冊制度》頁7-87；欒成顯，1987，〈明初地主制經濟之一考察：兼敘

明初的戶帖與黃冊制度〉，《東洋學報》68,1/2：35-70；欒成顯，2007(1998)，《明代

黃冊研究》1、9-10章；陳樺，1990，〈清代戶口統計制度的演變〉，《清史研究集》第7

輯頁1-25。葛劍雄、曹樹基、吳松弟，1993，〈移民與人口發展〉，氏著《簡明中國移民

史》頁641-659；徐泓，1988，〈明初的人口移徙政策〉，《漢學研究》6,2：179-190。 

（二）Perkins, Dwight H. 1969.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368-1968（宋海文等譯，

伍丹戈校《中國農業的發展(1368-1968年)》頁251-288、289-325）；梁方仲，1933，〈明

代魚鱗圖冊考〉，《地政月刊》1,8；藤井宏，1943-1947，〈明代田土統計 關   一

考察〉，《東洋學報》30,3-4；31,1；顧誠，1986，〈明前期耕地數新探〉，《中國社會

科學》1986(4)：193-213；張德信、林金樹，1987，〈明初軍屯數額的歷史考察—與顧誠

同志商榷〉，《中國社會科學》1987,5：187-206；高王凌，1992，〈明清時期的耕地面

積〉，《清史研究》1992,3：61-66；何炳棣，1995，《中國歷代土地數字考實》頁77-139。 

（三）Ray Huang（黃仁宇）, 1974. 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Century Ming 
China. pp.112-133. 阿風、倪玉平、許文繼、徐衛東譯，2001，《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

政與稅收》第1-2、7-8章；王業鍵，1961，〈清雍正時期(1723-1735)的財政改革〉，《中

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2：47-75；萬明，2014，〈16世紀明代財政史的重新檢

討—評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史學月刊》2014,10：116-130。

Yeh-chien Wang（王業鍵）. 1973. Land Taxation in Imperial China, 1750-1911, pp.20-66. 高
風等譯，《清代田賦芻論》1-4章；劉翠溶，1967，〈清初順治康熙年間減免賦稅的過程〉，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7,2：757-777；曾小萍（Madeleine Zelin），2005(1984)，

董建中譯，《州縣官的銀兩︰18世紀中國的合理化財政改革》第2-6章；莊吉發，1985，

《清世宗與賦役制度的改革》3-7章；岩井茂樹，2011(2004)，付勇譯，《中國近代財政

史研究》1-7章；陳鋒，2008，《清代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研究》 章；陳鋒，2010，《清

代財政史論稿》 章；何平，2012(1998)，《清代賦稅政策研究（1644-1840年）》。許檀、

經君健，1990，〈清代前期商稅問題新探〉，《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2：87-100；香坂

昌紀，1993，〈清朝中期の国家財政と関税収入—「彙核嘉慶十七年各直省銭糧出入清単」

を中心にして〉，收入『明清時代の法と社会』編集委員会編《明清時代の法と社会—和

田博徳教授古稀記念》頁513-541 趙中男譯，薛虹校，〈論清朝嘉慶年間的國家財政與關

稅收入〉，《社會科學輯刊》1993,3：88-94。羅玉東，1936，《中國厘金史》頁；何烈，

1972，《厘金制度新探》頁；何漢威，1998，〈《李星沅日記》中所見道光朝後期的政治

社會〉，收郝延平、魏秀梅主編《近世中國之傳統與蛻變：劉廣京院士七十五歲祝壽論文

集》頁311-342；何漢威，1988，〈清末賦稅基準的擴大及其極限：以雜稅中的菸酒稅和

契稅為例〉，《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7下：69-98；周育民，1989，〈甲午戰後清

朝財政研究，1894-1899〉，《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4：88-89。 

（四）梁方仲，1989(1936)，〈一條鞭法〉，《梁方仲經濟史論文集》（原載《中國近代經

濟史研究集刊》4,1：34-89；梁方仲，1957，《明代糧長制度》頁29-53；梁方仲，1989(1963)，

〈論明代里甲法和均徭法的關係〉，《梁方仲經濟史論文集》頁577-603；王方中，1957，

〈明代一條鞭法的產生及其作用〉，尚鉞編《明清社會經濟形態的研究》頁；山根幸夫，

1966，《明代徭役制度の展開》頁；小山正明，1993(1969)，欒成顯譯，〈明代的糧長〉，

劉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論著選譯》第6卷頁159-191；濱島敦俊，1993(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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欒成顯譯，〈圍繞均田均役的實施〉，劉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論著選譯》第6

卷頁192-228；濱島敦俊，1982，〈明清江南均田均役法〉，氏著《明代江南農村社會研

究》頁209-417；唐文基，1981，〈明中葉東南地區徭役制度的變革〉，《歷史研究》1981,2：

115-134；岩見宏，1993(1986)，欒成顯譯，〈明代地方財政之一考察〉，劉俊文主編《日

本學者研究中國史論著選譯》第6卷頁141-158；賴惠敏，1982，《明代南直隸賦稅制度的

研究》頁10-83；賴惠敏，1992，〈明代賦役制度史研究的回顧〉，《民國以來國史研究

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論文集》下冊頁1487-1497；王毓銓，1988，〈明朝徭役審編與土地〉，

《歷史研究》1988,1：162-180；陳支平，1988，〈清初賦役財政制度的演變〉，氏著《清

代賦役制度演變新探》頁1-119；劉志偉，1990，〈廣東攤丁入地新論〉，湯明燧、黃啟

臣編《紀念梁方仲教授學術討論會文集》頁292-307；劉志偉，2010(1997)《在國家與社

會之間：明清廣東地區里甲賦役制度與鄉村社會》1-5章。袁良義，1995，《清一條鞭法》

頁。唐文基〈明代賦役制度改革和社會轉型〉、萬明〈《萬曆會計錄》與明代國家和社會

轉型〉、劉志偉〈從「納糧當差」到「完納錢糧」—明清王朝國家轉型之一大關鍵〉、趙

軼峰〈明代白銀貨幣稱量型態對國家—社會關係的含義〉、趙毅〈明代均徭法若干問題再

討論〉，五文皆收入《史學月刊》2014,7：5-26。 

（五）周良霄，1957，〈明代蘇松地區的官田與重賦問題〉，《歷史研究》1957,10：63-75；

吳緝華，1970(1968)，〈論明代稅糧重心之地域及其重稅之由來：明代前期稅糧研究〉，

氏著《明代社會經濟史論叢》頁33-73；伍丹戈，1982，《明代土地制度和賦役制度的發

展》頁；森正夫，2014(1988)，伍躍、張學鋒等譯，《明代江南土地制度研究》1、3、5

章；林金樹，1988，〈關於明代江南官田的幾個問題〉，《中國經濟史研究》1988,1：73-87；

范金民，1995，〈江南重賦原因的探討〉，《中國農史》1995(4)：46-53；吳滔、佐藤仁

史，2014，《嘉定縣事—14至20世紀初江南地域社會史研究》1、5章。張彬村，1986，〈賦

稅與經濟發展：以十六、七世紀的松江府為例〉，《食貨復刊》15,7-8：268-281。 

（六）陳文石，1966，〈嘉靖中期的私販寇亂及朱紈禁海經過〉，氏著《明洪武嘉靖間的海

禁政策》頁125-149；林麗月，1988，〈商稅與晚明的商業發展〉，《國立台灣師範大學

歷史學報》16：37-61；林仁川，1989，〈明代海關管理制度的演變〉，《平準學刊》4

下：188-207；韋慶遠，1990，〈論康熙時期從禁海到開海政策的演變〉，《紀念梁方仲

教授學術討論會文集》頁121-136；鄧亦兵，2000，〈清廷有關商品流通的政策和管理〉，

《中國經濟通史‧清代經濟卷》中冊頁1407-1455；陳國棟，2005，〈鴉片戰爭以前清朝

政府對進出口商品的管理〉，氏著《東亞海域一千年》頁287-298；陳國棟，2014，《清

代前期的粵海關與十三行》第一篇《粵海關》頁1-168；張彬村，1991，〈明清兩朝的海

外貿易政策：閉關自守？〉，吳劍雄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論文集》第四輯頁45-59；劉

序楓，2005，〈清政府對出洋船隻的管理政策（1644-1842）〉，劉序楓編《中國海洋發展

史論文集》第9輯頁329-374。 

（七）何炳棣，1999，巫仁恕譯，〈揚州鹽商：十八世紀中國商業資本的研究〉《中國社會

經濟史研究》1999,2：59-76；陳慈玉，1988，〈從清代前期的淮安關功能論官商的關係〉，

中研院近史所編《近代中國初期歷史研討會論文集》下冊頁685-708；陳國棟，1993，〈潘

有度（潘啟官二世）：一位成功的洋行商人〉，《中國海洋發展史論文集》第五輯頁245-300；

許大齡，1950，《清代捐納制度》頁1-76；伍躍，2013(2011)，《中國的捐納制度與社會》

頁。陳國棟，1983，〈清代中葉以後重要稅差專由內務府包衣擔任的幾點解釋〉，收入許

倬雲、毛漢光、劉翠溶編《第二屆中國社會經濟史研討會論文集》頁173-204；祁美琴，

1998，《清代內務府》5、7章；賴惠敏，2002，〈從高樸案看乾隆朝的內務府與商人〉，

《新史學》13,1：71-131；潘美月，1996，《清乾隆時期查抄案件研究》4-5章；山本進，

2002，《清代財政史研究》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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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慾望：陳洪綬晚期人物畫中江南文化的呈現〉，《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0：1-57；

高彥頤，2007(2005)，苗延威譯，《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第1-2、4-6章；

高彥頤，2000，〈「痛史」與疼痛的歷史—試論女性身體、個體與主體性〉，許慧琦譯，

收黃克武、張哲嘉編《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之重建》頁177-201；高彥頤，2010(1997)，
張傳勇譯，余新忠校，〈作為服飾的身體—十七世紀中國纏足意蘊的轉變〉，收入張國剛、

余新忠主編《新近海外中國社會史論文選譯》頁156-171。邱仲麟，2011(2004)，〈風塵、

街壤與氣味—明清北京的生活環境與士人的帝都印象〉，收入劉永華編《中國社會文化史

讀本》頁432-464；王鴻泰，2012，〈明清感官世界的開發與欲望的商品化〉，《明代研

究》18：103-141。 

（八）邱澎生，1992，〈明代蘇州營利出版事業及其社會效應〉，《九州學刊》5,2：139-159；

沈津，1996，〈明代坊刻圖書之流通與價格〉，《國家圖書館館刊》85,1：101-118；馬

孟晶，1999，〈文人雅趣與商業書坊—十竹齋書畫譜和箋譜的刊印與胡正言的出版事業〉，

《新史學》，10,3：1-54；王正華，2003，〈生活、知識與文化商品：晚明福建版「日用

類書」與其書畫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1：1-85；梅爾清（Tobie Myer-Fong），

2008(2007)，〈印刷的世界：書籍、出版文化和中華帝國晚期的社會〉，劉宗靈、鞠北平

譯，馬釗校，《史林》2008,4：1-19；張仲民，2007，〈从書籍史到閱讀史—關於晚清書

籍史/閱讀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史林》2007,5：151-180；岸本美緒，2011(1993)，底艷

譯，〈崇禎十七年的江南社會與關於北京的訊息〉，收入劉永華編《中國社會文化史讀本》

頁465-477；王鴻泰，2009，〈明清的資訊傳播、社會想像與公眾社會〉，《明代研究》

12：41-92。韓格理（Gary G. Hamilton）、黎志剛，2003(1990)，〈近世中國商標與全國

都市市場〉，收入黎志剛《中國近代的國家與市場》頁3-56；黎志剛，2003，〈中國近世

的「品牌」與「商標」：資本主義出現之前的一種消費主義〉，氏著《中國近代的國家與

市場》頁63-96；巫仁恕，2012，〈從觀看到閱讀：明清廣告文化中的圖像與文字〉，《中



7 

正漢學研究》19：1-39。  
（九）Sidney Mintz, 1985. 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 

pp.151-186. Sidney Mintz, 2001(1996). 林為正譯，《吃》（Tasting Food, Tasting Freedom）

頁17-50。Arjun Appadurai, 1986, “Introduction: Commodi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Value,” in 
Idem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3-63. Arjun Appadurai, 1996. “Consumption, Duration, and History,” in Idem,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pp.66-85. 黃應貴，2004，〈物的

認識與創新—以東埔社布農人的新作物為例〉，收入黃應貴主編《物與物質文化》頁379-448；

余舜德，2006，〈物與身體感的歷史—一個研究取向之探索〉，《思與言》44,1：5-47。John 
Brewer and Roy Porter, 1993, “Introduction,” in John Brewer & Roy Porter eds., Consumption 
and the World of Goods, pp. Jonathan White, 2006. “A World of Goods: The ‘Consumption 
Turn’ and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History,” 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 3,1: 93-104. 
Maxine Berg, 2007, Luxury and Pleas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Pp.. Robert C. Allen, 
Tommy Bengtsson and Martin Dribe, 2005, “Introduction.” in Living standards in the Past: 
New Perspectives on Well-Being in Asia and Europe, pp.1-21. Roderick Floud, Robert W. 
Fogel, Bernard Harris, and Sok Chul Hong, 2011, The Changing Body: Health, Nutrition,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 the Western World since 1700. Pp.1-40. 尚‧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
1997(1968)，《物體系》（林志明譯）頁；林志明，〈譯後記：一個閱讀〉，收入《物體

系》頁217-258。段義孚（Yi-fu Tuan），2008(1979)，《恐懼：人類生活中無所不在的恐

懼感》（潘桂成、鄧伯宸、梁永安譯）第12章〈城市中的恐懼〉頁263-316。 

第四講 生計與產權：市場經濟下的法律變遷及正義措辭 

岸本美緒，2010(1987)，《清代中國的物價與經濟波動》〈清代中期的經濟政策基調—以18

世紀40年代的糧食問題為中心〉頁263-294。 
（一）經君健，1994，〈清代關於民間經濟的立法〉，《中國經濟史研究》1994,1：42-55；

張晉藩，1988，〈論中國古代民法研究中的幾個問題〉，收氏著《法史鑒略》頁118-142；

俞江，2001，〈關於「古代中國有無民法」問題的再思考〉，《現代法學》23,6：35-45；

俞江，2003，《近代中國民法學中的私權理論》第1-2章、〈結語：「私法社會化」思潮

與近代中國民法學〉；蘇基朗，2006，〈現代法學詮釋中的「中華法系」—以產權與合約

為中心〉，《法學》，2006,12：62-68。滋賀秀三，1992(1987)，〈清代州縣衙門訴訟的

若干研究心得—以淡新檔案為史料〉（姚榮濤、徐世紅譯），收入劉俊文主編《日本學者

研究中國史論著選譯》第八卷《法律制度》頁522-546；Philip Huang(黃宗智), 1994, “Codified 
Law and Magisterial Adjudication in the Qing.” In Kathryn Bernhardt and Philip C. C. Huang 
eds., Civil Law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pp.142-86；黃宗智，1998，〈介於民間調解

與官方審判之間：清代糾紛處理中的第三領域〉，氏著《民事審判與民間調解：清代的表

達與實踐》頁108-132；黃宗智，2011，〈中國的現代家庭：来自經濟史和法律史的視角〉，

《開放時代》2011,5：82-105；Mark A. Allee, 1994, “Code, Culture, and Custom: Foundations 
of Civil Case Verdicts in a Nineteenth-Century County Court.” In Civil Law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pp.122-41. 寺田浩明，1998(1997)，〈權利與冤抑—清代聽訟和民眾的

民事法秩序〉，收入王亞新譯《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契約》頁191-265；徐忠明，

2006，〈依法判決？明清時期刑事訴訟的一個側面〉，收入氏著《案例、故事與明清時期

的司法文化》頁301-323。Thomas Buoye（步德茂），2004，邱澎生譯，〈司法檔案以及

清代中國的法律、經濟與社會研究〉，《法制史研究》4：217-243；夫馬進，2013(2011)，
〈中國訴訟社會史概論〉，范愉譯，收入《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第六輯，頁1-74。張

偉仁，1989，〈清代法學教育〉上、下，《台大法學論叢》，18,1、18,2；張晉藩，1992，

〈清代私家注律的解析〉，氏著《清律研究》頁164-188；何敏，1998，〈從清代私家注

律看傳統注釋律學的實用價值〉，收入梁治平編《法律解釋問題》頁323-350；何勤華，

2000，《中國法學史》，第二卷第六章〈中國古代法學的衰落：明清〉，頁169-454；徐

忠明，2012，〈讀律與哀矜：清代中國聽審的核心概念—以「官箴書」為素材〉，收入徐

忠明、杜金，《傳播與閱讀：明清法律知識史》頁148-168；閔冬芳，2013，《《大清律

輯注》研究》第2-5章。 

（二）仁井田陞，1992()〈明清時代的一田兩主習慣及其成立〉，收入劉俊文主編《日本學

者研究中國史論著選譯》第八卷《法律制度》頁409-460；楊國楨，1981，〈試論清代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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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民間的土地買賣〉，《中國史研究》1981,1；楊國楨，1988，〈論中國永佃權的基本特

徵〉，《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8,1；寺田浩明，2012(1983)，鄭民欽譯，〈田面田底

慣例的法律性質—以概念性的分析為中心〉，收入《權利與冤抑：寺田浩明中國法史論集》

頁1-71；陳秋坤，1990，〈明清以來土地所有權的研究〉，收入《六十年來的中國近代史

研究》上冊頁293-314；Thomas M. Buoye, 1993, “From Patrimony to Commodity: Changing 
Concepts of Land and Social Conflict in Guangdong Province during the Qianlong Reign 
(1736-1795).” Late Imperial China 14, 2: 33-59. Thomas M. Buoye, 2000, Manslaughter, 
Markets, and Moral Economy: Violent Disputes over Property Right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步德茂，2008，張世明、劉亞叢、陳兆肆譯，《過失殺人、市場與道德經濟：18

世紀中國財產權的暴力糾紛》導論、第1-8章；趙曉力，1998，〈中國近代農村土地交易

中的契約、習慣與國家法〉，《北大法律評論》1,2: 427-504；艾馬克（Mark A. Allee），

2003(1994)，王興安譯，《十九世紀的北部台灣：晚清中國的法律與地方社會》第4-6章頁

59-157；Madeleine Zelin, 2004, “A Critique of Rights of Property in Prewar China,” In 
Contract and Proper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pp.17-36. 張富美，1992，〈清代台灣典買田

宅律令之演變與台灣不動產交易的找價問題〉，收入陳秋坤、許雪姬編《台灣歷史上的土

地問題》頁17-28；岸本美緒，2003()，〈明清時代的「找價回贖」問題〉，收入楊一凡、

寺田浩明主編《中國法制史考證》丙編第四卷《日本學者考證中國法制史重要成果選譯‧

明清卷》頁423-459；卞利，2008，《國家與社會的衝突和整合—論明清民事法律規範的

調整與農村基層社會的穩定》第4-6章頁104-185。呂鵬軍，1999，〈從有關律例看清代田

房典當契稅的變化〉，《清史研究》1999,4：106-108；賴惠敏，1999，〈從契約文書看

清代旗地政策與典賣(1644-182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2：123-163；劉

小萌，2008，《清代北京旗人社會》第3章〈旗房與旗地〉頁100-239。張佩國，2002，《近

代江南鄉村地權的歷史人類學研究》頁1-324；林文凱，2006，〈清代土地法律文化─研

究取徑與理論進展的評析〉，《法制史研究》10: 223-251；林文凱，2007，〈地方治理與

土地訴訟—清代竹塹金山面控案之社會史分析〉，《新史學》18,4：125-187。俞江，2003，

《近代中國民法學中的私權理論》第5章〈近代中國民法學中的財產權理論〉頁195-247。 

（三）滋賀秀三，2002(1967)，張建國、李力譯，《中國家族法原理》第2-5章頁119-443；夫

馬進，2010(1993)，周萍譯，余新忠校，〈明清時期寡婦的地位及逼嫁習俗〉，收入張國

剛、余新忠主編《新近海外中國社會史論文選譯》頁46-68；張彬村，1999，〈明清時期

寡婦守節的風氣--理性選擇 (Rational Choice) 的問題〉，《新史學》10,2: 29-76；俞江，2006，

〈論分家習慣與家的整體性—對滋賀秀《中國家族法原理》的批評》，《政法論壇》2006,1:；
俞江，2007，〈清代的立繼規則與州縣審理—以寶坻刑房檔為線索〉，《政法論壇》2007,5: ；

David Wakefield, 1998, Fenjia: Household Division and Inheritance in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pp.34-127. 白凱（Kathryn Bernhardt），2003(1999)，《中國的婦女與財產，960-1949》

頁1-66；賴惠敏，2003，〈婦女無知？清代內務府旗婦的法律地位〉，《近代中國婦女史

研究》11: 1-46；阿風，2000，〈明清時期徽州婦女在土地買賣中的權利與地位〉，《歷

史研究》2000,1: 73-85, 190；阿風，2007，〈略論清代民事訴訟過程中婦女的身份與地位〉，

《法制史研究》11: 61-106；阿風，2009，《明清時代婦女的地位與權利：以明清契約文

書、訴訟檔案為中心》。 
（四）傅衣凌，2007(1983)，〈福建農村的耕畜租佃契約及其買賣文書〉，收入《傅衣凌治史

五十年文編》頁249-255；楊國楨，1988，〈明清土地制度和契約關係的發展〉，氏著《明

清土地契約文書研究》頁8-90；岸本美緒，1998(1993)，〈明清契約文書〉，收入《明清

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契約》頁280-314；俞江，2003，〈「契約」與「合同」之辨——

以清代契約文書為出發點〉，《中國社會科學》2003,6：134-148；寺田浩明，2012(2004)，
鄭芙蓉、魏敏譯，〈中國契約史與西方契約史—契約概念比較史的再探討〉，收入《權利

與冤抑：寺田浩明中國法史論集》頁113-135；Jérôme Bourgon（鞏濤），2009，黃世杰譯，

〈地毯上的圖案:試論清代法律文化中的「習慣」與「契約」〉，收入邱澎生、陳熙遠編

《明清法律運作中的權力與文化》頁；田濤，2014，《徽州民間私約的研究》（收入《徽

州民間私約研究及徽州民間習慣調查》上冊）第三章頁25-265。 

（五）岸本美緒，2001，李季樺譯，〈妻可賣否？明清時代的賣妻、典妻習俗〉，收入陳秋

坤、洪麗完主編《契約文書與社會生活（1600-1900）》頁225-264；蘇成捷（Matthew Sommer），

2009，〈清代縣衙的賣妻案件審判：以272件巴縣、南部與寶坻縣案〉，收入《明清法律

運作中的權力與文化》頁345-396；王志強，2003，〈清代的喪葬、收繼及其法律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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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著《法律多元視角下的清代國家法律》頁124-148。 

（六）William Alford（安守廉）, 1995, To Steal a Book Is an Elegant Offens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Pp.9-29. 安守廉，梁治平譯，〈知識產權還是思想控制：對中

國古代法律文化透視〉，收入梁治平編《法律的文化解釋》（增訂本）頁332-361；鄧建

鵬，2005，〈宋代的版權問題─兼評鄭成思與安守廉之爭》，《環球法律評論》2005,1：；

鄧建鵬，2006，《財產權利的貧困：中國傳統民事法研究》頁；Joseph P. McDermott（周

紹明）, 2006,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pp.115-170 周紹明，何朝暉譯，《書籍的

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第4-5章（參考：謝柏暉，2008，〈評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新史學》19,2：181-193） 

（七）中島樂章，2010(2002)，郭萬平、高飛譯，《明代鄉村糾紛與秩序：以徽州文書為中

心》頁；邵鴻，2003，〈利益與秩序—嘉慶二十四年湖南省湘潭縣的土客仇殺事件〉，《歷

史人類學》1：83-98；范金民，2007，《明清商事糾紛與商業訴訟》第7-8章〈商幫與商

幫的商業競爭與糾紛〉、〈商幫與社會各階層的矛盾糾葛〉頁323-443；戴史翠（Maura 
Dykstra），2013，〈帝國、知縣、商人以及聯係彼此的纽带: 清代重慶的商業訴訟〉，收

入王希編《中国和世界：歷史中的重慶》頁166-180。張德昌，1958(1932)，〈胡夏米（Hugh 
Hamilton Lindsay）貨船來華經過及其影響〉，收入包遵彭等編《中國近代史論叢》第二

輯第一冊頁1-16；郝延平，1991(1986)，陳潮等譯，《中國近代商業革命》頁14-36；章文

欽，1990，〈清代前期廣州中西貿易中的商欠問題〉（正、續），《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1:、
1990,2:；李和承，2006，〈從19世紀上海租界會審公廨的運作看中西紛爭的內涵〉，收入

《近代國家的應變與圖新》頁203-232；格蘭特（Fredric D. Grant），2004，周湘譯，〈麗

泉行的敗落—訴訟對十九世紀貿易的危害〉，《史林》2004,4：75-87；陳利，2011(2009)，
鄧建鵬、宋思妮譯，〈法律、帝國與近代中西關係的歷史學：1784年「休斯女士號」衝突

的個案研究〉，《北大法律評論》12,2：437-481。 
（八）Man Bun Kwan（關文彬）, 2004, “Custom, the Code, and Legal Practice: The Contracts of 

Changlu Salt Merchant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Contract and Proper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eds. by Madeleine Zelin, Jonathan K. Ocko, and Robert Gardella, pp.269-297. 關文彬，

2011，李超譯，〈習慣、律例與實踐—中華帝國晚期長蘆鹽商契約研究〉，收入曾小萍

(Medeleine Zelin)、歐中坦(Jonathan Ocko)、加德拉(Robert Gardella)主編《早期近代中國的

契約與產權》頁252-279；科大衛，2010，〈私人契約在明清及當代中國的效用和局限〉、

〈19世紀初期商業訴訟中的地方官員〉，收入氏著《近代中國商業的發展》頁15-45。Jérôme 
Bourgon（鞏濤）, 2002, “Uncivil Dialogue: Law and Custom Did not Merge into Civil Law 
under the Qing.” Late Imperial China, 23.1: 50-90；Jonathan K. Ocko（歐中坦）, 2004 . “The 
Missing Metaphor: Applying Western Legal Scholarship to the Study of Contract and Proper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In Madeleine Zelin（曾小琳）, Jonathan K. Ocko, and Robert Gardella 
eds. Contract and Proper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pp.178-205. 歐中坦，2011(2004)，李超

譯，〈消失的隱喻——對運用西方法學學術知識研究早期近代中國契約與產權的分析〉，

收入《早期近代中國的契約與產權》頁164-192；邱澎生，2005，〈也是「商法」問題：

試論十七世紀中國的法律批判與法律推理〉，《法制史研究》8：75-123；邱澎生，2009，

〈法學專家、蘇州商人團體與清代中國的「習慣法」問題〉，《北大法律評論》10,1：68-88。 
（九）傅衣凌，1957，《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第5章〈明代後期江南城鎮下層士民的反

封建運動〉頁101-126；楊聯陞，1983（1961），〈侈靡論—傳統中國一種不尋常的思想〉，

氏著《國史探微》頁169-188；岸本美緒，2010(1982)，《清代中國的物價與經濟波動》〈《租

覈》市場論在經濟思想史的地位〉、〈補論4：明末清初的農本思想〉，頁386-422；陳學

文，1984，〈明中葉「奢能致富」的經濟思想〉，《浙江學刊》1984,4；林麗月，1994，

〈陸楫（1515-1552）崇奢思想再探—兼論近年明清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幾個問题〉，《新

史學》5,1: 131-153；陳國棟，1994，〈有關陸楫〈禁奢辨〉之研究所涉及的學理問題—
跨學門的意見〉，《新史學》5,2：159-179；陳國棟，1999，〈從《蜜蜂寓言》到乾隆聖

諭—傳統中西經濟思想與現代的意義〉，《當代》142：44-61；林麗月，2001，〈《蒹葭

堂稿》與陸楫「反禁奢」思想之傳衍〉，收入中國明代研究學會編《明人文集與明代研究》

頁121-134；林麗月，2006，〈禁奢與崇奢：明清消費觀念的思想文化史考察〉，收入《近

代國家的應變與圖新》頁29-53；林麗月，2014，《奢儉‧本末‧出處—明清社會的秩序

心態》〈禁奢辨：晚明崇奢思想探微〉、〈保富與雅俗：明清消費論述的新側面〉，頁47-81、

83-105；鈔曉鴻，2002，〈明清人的「奢靡」觀念及其演變—立基於地方志的考察〉，《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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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研究》2002,4。余英時，2007(1987)，《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增訂版）》頁

97-166；劉廣京，2007(1987)，〈後序：近世制度與商人〉，收入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

倫理與商人精神（增訂版）》頁25-53；林麗月，1988，〈試論明清之際商業思想的幾個

問題〉，收入中研院近史所編《近代中國初期歷史研討會論文集》下冊頁711-733；林麗

月，2014，《奢儉‧本末‧出處—明清社會的秩序心態》〈明清之際商業思想的本末論〉

頁183-217；余英時，2007(1998)，〈士商互動與儒學轉向：明清社會史與思想史之一面相〉，

收入《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增訂版）》頁175-248。梁嚴冰，2008，〈論清代

的奢與儉〉，《歷史檔案》2008,2：68-73。  

（十）E. P. Thompson, 1993(1971).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English Crow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idem, Customs in Common, Pp.185-258. ；愛德華‧湯普孫，2002(1993)，沈漢、

王加豐譯，《共有的習慣》第3-5章〈習慣、法律和共有的權利〉、〈18世紀英國民眾的

道德經濟學〉、〈道德經濟學的再考察〉頁100-381；《共有的習慣》第7章〈買賣妻子〉

頁443-513。James C. Scott, 2001(1976) ，程立顯、劉建等譯，《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

亞的反叛與生存》〈導論〉、第1-2章。海耶克（Hayek, F. A. Hayek），2000(1966)，馮克

利譯，〈曼德維爾大夫〉，收入《經濟、科學與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頁570-590；Berry 
Christopher，2005(1994)，江紅譯，《奢侈的概念：概念及歷史的探究》頁。蘇永欽，1994(1991)，
〈物權法定主義的再思考——從民事財產法的發展與經濟觀點分析〉，氏著《經濟法的挑

戰》頁1-58；簡資修，2003，〈法律經濟分析（三）──物權法：共享與排他之調和〉，

《月旦法學雜誌》97：217～226；李清潭，1997，《資本主義下現代契約法的變遷：法社

會學對於契約自由的辯論》〈社會理論中的契約〉，頁11-34。David Sugarman and G. R. Rubin, 
1984, “Introduction: Towards a New History of Law and Material Society in England, 
1750-1914.” In G. R. Rubin and David Sugarman eds., Law, Economy and Society, 1750-1914: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 pp.1-123. Charles Donahue, Jr.,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Lex mercatoria: An Attempt at the probatio diabolica,”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5, 1(2004-2005): 21-37. Stephen E. Sachs, “From St. Ives to Cyberspace: 
The Modern Distortion of the Medieval ‘Law Merchant’,” America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21 (2006): 685-812. Teemu Ruskola, 2013. Legal Orientalism: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Modern Law, pp. 60-107. 

第五講 工作時間和紀律規訓：勞動工序中的身份、階級與性別 

愛德華‧湯普孫(E. P. Thompson)，2002(1993)，沈漢、王加豐譯，《共有的習慣》第6章〈時

間、工作紀律和工業資本主義〉(1967)頁382-442。 

（一） 傅衣凌，1982(1957)，〈明末清初江南及東南沿海地區「富農經營」的初步考察〉，

氏著《明清社會經濟史論文集》頁121-144；傅衣凌，1961，〈明清之際的「奴變」

和佃農解放運動：以長江中下游及東南沿海地區為中心的一個研究〉，收入氏著《明

清農村社會經濟》頁68-153；佐伯有一，1993(1957)，欒成顯譯，〈明末董氏之變〉，

收入劉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論著選譯》第6卷頁304-340；森正夫，

1993(1969)，南炳文譯，〈十六至十八世紀的荒政和地主佃戶關係〉，收入劉俊文主

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論著選譯》第6卷頁26-73；濱島敦俊，2008(2001)，吳大昕

譯，〈明代中後期江南士大夫的鄉居和城居：從「民望」到「鄉紳」〉，《明代研

究》11：59-94。方行，2000，〈農民經濟篇〉，《中國經濟通史‧清代經濟卷》下

冊頁2001-2057、2105-2192。 

（二） 羅崙、景甦，1984（1959），《清代山東經營地主經濟研究》〈前言〉頁1-5、第1

章頁1-63、第5-6章頁183-270。趙岡、陳鍾毅，1982，《中國土地制度史》〈歷史

上的經營地主〉頁259-322；魏金玉，2000，〈地主經濟編：雇工經營〉，《中國經

濟通史‧清代經濟卷》下冊頁1853-1907。羅伯特‧布倫納（Robert Brenner）、艾仁

民（Christopher Isett），2003(2002)，〈英格蘭與中國長江三角洲的分岔：財產關係、

微觀經濟學與發展型式〉，《中國鄉村》第二輯，頁219-282； 彭慕蘭（K. Pomeranz），

姚斌譯，〈轉變中的帝國：中華帝國末期的法律、社會、商業化和國家形成〉，《中

國學術》2003,3：214-239; Kenneth Pomeranz, 2008. "Land Markets in Late Imperial and 
Republic change," Continuity and Change 23,1: 101-150. 彭慕蘭（K. Pomeranz），2010，

王劍、李文玉譯，〈中國的發展與世界歷史：以「東亞模式」為視角〉，《學習與

探索》2010,6：224-231。岸本美緒，2010(？, 1986)，《清代中國的物價與經濟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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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恒產瑣言》〉、〈《租覈》的土地所有論〉，頁331-385。 

（三） 羅崙、景甦，1984(1983)，《清代山東經營地主經濟研究》第7章〈一個涉及「農民

佃戶」所雇農業長工社會性質的問題—明清法典上的「雇工人」問題〉頁271-300；

經君健，1983，〈明清兩代「雇工人」的法律地位問題〉、〈明清兩代農業雇工法

律上人身隸屬關係的解放〉，收入李文治、魏金玉、經君健編《明清時代的農業資

本主義萌芽問題》頁243-260、261-317；經君健，2007，〈關於明清法典中「雇工人」

律例的一些問題(上)—答羅崙先生等〉，《中國經濟史研究》2007,4：3-12,22；經君

健，2008，〈關於明清法典中「雇工人」律例的一些問題(上)—答羅崙先生等〉，2008,1：
19-25；高橋芳郎，2001，《宋—清身分法の研究》第7-8章、付論，頁251-324（參

考：劉馨珺，2003，〈評高橋芳郎著《宋-清身分法の研究》〉，《法制史研究》4：

197-206）。 

（四） Joseph McDermott, 1981. “Bondservants in the T’ai-hu Basin During the Late Ming: A 
Case of Mistaken Identitie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0,4: 675-701. 葉顯恩，1983，《明

清徽州農村社會與佃僕制》頁232-302；黃淑娉、龔佩華，2001，《廣東世僕制研究》

頁35-174；徐泓，1993，〈明代家庭的權力結構及其成員間的關係〉，《輔大歷史

學報》5：167-202；寺田隆信，1993(1959)，南炳文譯，〈關於雍正帝的陳豁賤民令〉，

收入劉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論著選譯》第6卷頁487-507；岸本美緒，1997，

〈明清時代の身分感覺〉，收入森正夫等編《明清時代史の基本問題》頁403-427；

岸本美緒，2002，〈雍正帝の身分政策と國家體制—雍正五年諸改革を中心--〉，收

入中國史學會編《中國の歷史世界—統合のシステムと多元的發展》頁269-300；岸

本美緒，2009，〈冒捐冒考訴訟與清代地方社會〉，收入《明清法律運作中的權力

與文化》頁（參考：何淑宜，2003，〈岸本美緒教授「明清社會與身份感覺」演講

側記〉，《明代研究通訊》6：115-120）。程美寶、劉志偉，2004，〈18、19世纪

廣州洋人家庭的中國傭人〉，《史林》2004,4：1-11；趙入坤，2011，〈晚清近代企

業的涉外雇傭〉，《歷史檔案》2011,2：102-110、134。 

（五） 藤井宏，1993(1952)，〈關於《織工對》的諸問題〉，欒成顯譯，收劉俊文主編《日

本學者研究中國史論著選譯》第6卷頁120-140；陳詩啟，1958，〈明代的工匠制度〉，

氏著《明代官手工業的研究》頁70-106。方行、石奇、簡銳、汪士信，1985，〈清

代前中期手工業中的資本主義萌芽（上）〉，收入《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中國資

本主義的萌芽》頁；徐建青，2000，〈手工業篇：手工業的發展水平〉，收入《中

國經濟通史‧清代經濟卷》上冊頁845-922。傅衣凌，1957，《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

探》第4章〈明代江南的紡織工業與織工暴動〉頁78-100；巫仁恕，1998，〈明末清

初城市手工業工人的集體抗議行動—以蘇州城為探討中心—〉，《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集刊》25：47-88；巫仁恕，2000，〈節慶、信仰與抗爭─明清城隍信仰與城

市群眾的集體抗議行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4：145-210；巫仁恕，

2011，《激變良民：傳統中國城市群眾集體行動之分析》第章頁；邱澎生，2011，

〈18世紀蘇州棉布業的工資糾紛與工作規訓〉，收入唐力行主編《江南社會歷史評

論》3：239-270。 

（六） 李伯重，1996，〈從「夫婦並作」到「男耕女織」—明清江南農家婦女勞動問題探

討之一〉，《中國經濟史研究》1996(3)：99-107；李伯重，1997，〈「男耕女織」

與「婦女半邊天」角色的形成—明清江南農家婦女勞動問題探討之二〉，《中國經

濟史研究》1997 (3)：10-22；Francesca Bray（白馥蘭）, 1997. Technology and Gender: 
Fabrics of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h.4-6. 白馥蘭，江湄、鄧京力譯，《技術與

性別：晚期帝制中國的權力經威》第4-6章（參考：連玲玲，1998，〈科技世界中的

性別關係〉，《近代中國婦女史研究》6：259-270）；白馥蘭（Francesca Bray），

2004 (1999) ，〈邁向批判的非西方科技史〉，費絲言譯，收入《中國與歷史資本主

義》頁219-280；羅麗馨，1999，〈明代紡織手工業中婦女勞動力之探討〉，《中興

歷史學報》9：21-43。 

（七） 林麗月，1995，〈從《杜騙新書》看晚明婦女生活的側面〉，《近代中國婦女史研

究》3: 3-20；衣若蘭，2002，《三姑六婆—明代婦女與社會的探索》第1-3章；曼素

恩（Susan Mann），2005(2004)，定宜莊、顏宜葳譯，《綴珍錄—十八世紀及其前後

的中國婦女》第4-8章；陳瑛珣，2009，《灶頭鍋尾：清代以來民間婦女生活史料的

發掘與運用》第3、5-7章；連玲玲，2007，〈「追求獨立」或「崇尚摩登」？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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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女店職員的出現及其形象塑造〉，《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4：1-50。胡曉真，

2003，《才女徹夜未眠：近代中國女性敘事文學的興起》第2章〈傳世欲望—女性彈

詞小說的自傳性〉頁87-129、第4章〈秘密花園—女作家的幽閉空間與心靈活動〉頁

179-226；陳姃湲，2005，《從東亞看近代中國婦女教育 : 知識分子對「賢妻良母」

的改造》第 章；周敘琪，2014，〈近代中國家事經濟的發展〉，《台大東亞文化研

究》2：1-24。 

（八） 鞠清遠，1977()，〈清開關前後的三部商人著作〉，收入包遵彭等編《中國近代

史論叢》二輯三冊頁205-244；寺田隆信，1972(1968)，〈明清時代の商業書〉，氏著《山

西商人の研究—關於明代的商人及商業資本》頁297-336、寺田隆信，1986，《山西商人

研究》第6章〈從商業書看商人和商業〉（張正明等譯）頁281-302；水野正明，1980，〈『新

安原板士商類要』について〉，《東方學》60：96-117；斯波義信，1979，〈「新刻客商

一覽醒迷天下水陸路程」について〉，收入《東洋學論集：森三樹三郎博士頌壽記念》頁

903-918；羅崙，1989，〈乾隆盛世江南坐商經營內幕探微〉，收入洪煥椿、羅崙編《長

江三角洲地區社會經濟史研究》頁241-257；余英時，1987，《中國近世宗教倫理與商人

精神》頁97-166；陳學文，1997，《明清時期商業書及商人書之研究》頁3-133；張海英，

2005，〈明清社會變遷與商人意識形態—以明清商書為中心〉，《復旦史學集刊》第一輯

《古代中國：傳統與變革》頁145-165；張海英，2006，〈從商書看清代「坐賈」的經營

理念〉，《浙江學刊》2006,2：94-101；Richard John. Lufrano, 1997. Honorable Merchants: 
Commerce and Self-cultiv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1-107, 177-186. 本田精一，1995，

〈『三台萬用正宗』算法門と商業算術〉，《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23：87-125；李琳琦，

1998，〈從譜牒和商業書看明清徽州的商業教育〉，《中國文化研究》21：44-50；李伯

重，2010(2000)，《江南的早期工業化(1550-1850)》（修訂本）第9章第4節；李伯重，2004，

〈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對經濟的影響〉，《清史研究》，2004,1：1-14；王振

忠，2002，〈啟蒙讀物與商業書類〉，收氏著《徽州社會文化史探微：新發現的16-20世

紀民間檔案文書研究》頁312-445；邱澎生，2015，〈由《商賈便覽》看十八世紀中國的

商業倫理〉，《漢學研究》33, 3：205-240。 

（九） E. P. Thompson, 1991(1967).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 
Idem, Customs in Common, Pp.352-403. 愛德華‧湯普孫，2002(1993)，沈漢、王加豐譯，

《共有的習慣》第6章〈時間、工作紀律和工業資本主義〉頁382-442；Jacques Le Goff, 1980. 
Trans. By Arthur Goldhammer, Time, Work, and Culture in the Middle Ages, pp.3-52. P. 
Bourdieu, 1990(1980). The Logic of Practice, trans. by Richard Nice, Pp.200-227、皮埃爾‧布

迪厄，2003，蔣梓驊譯，《實踐感》；P. Joyce, 1987. “The Historical Meanings of Work.” In 
P. Joyce ed., The Historical Meaning of Work, Pp.1-30；邁可‧布若威（Michael Buravoy），

2005(1979)，林宗弘等譯，《製造甘願—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歷史變遷》(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第1-2章頁111-155、〈台

灣版序：另一個三十年〉頁69-96。（參考：林宗弘，2005，〈譯序：邁可‧布若威與生

產的政治〉，收入《製造甘願——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歷史變遷》頁5-67）；謝國雄，

1997，《純勞動：台灣勞動體制諸論》第1章頁1-37；陳昭如，2008，〈抗拒失憶——女性

主義法律史的理論和方法初探〉，收入王鵬翔主編《2008法律思想與社會變遷》頁175-213。

Robert Brenner, 1987（1976）.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in T. H. Aston eds., The Brenner Debate, pp. 10－63。Walter Benjamin, 
1968(1955). Harry Zohn trans.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In 
idem. Hannan Arendt ed.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Pp.217-251.（參考：三島憲一，

2001，賈倞譯，《本雅明——破壞‧收集‧記憶》）。韋伯（Max Weber, 1864-1920），

2007()，康樂, 簡惠美譯，《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M. H. MacKinnon, 〈命題

長在：對批評家的批評〉，2001()，收入《韋伯的新教倫理：由來、根據和背景》，閻克

文譯，頁215-256；Albert O. Hirschman, 1997(1977),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Political 
Arguments for Capitalism before Its Triumph. pp.69-113. Albert O. Hirschman, 李新華、朱進

東譯，2003，《欲望與利益：資本主義走向勝利前的政治爭論》頁；Daniel A. Rabuzzi, 
1995-1996, “Eighteenth-Century Commercial Mentalities as Reflected and Projected in 
Business Handbooks,”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29,2: 169-189. Natasha Glaisyer, 2006, The 
Culture of Commerce in England, 1660-1720. pp.143-183. Simon Schama, 1997,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 An Interpretation of Dutch Culture in the Golden Age, Pp. Step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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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blatt, 2005, 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 From More to Shakespeare, pp.. Keith Thomas, 
2009. The Ends of Life: Roads to Fulfilmen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Introduction” & 
Ch.3 ”Work and Vocation”, pp.1-7, 78-109. 

第六講 市場與組織：字號/賬房/工廠的交易成本問題 

Kenneth Pomeranz，《大分流》第4章〈看得見的手：商號公司結構、社會政治結構以及歐洲

與亞洲的「資本主義」〉（台北版，頁235-306）。 

（一） 陳詩啟，1958，〈明代商品貨幣關係的發展和官手工業的演變〉，氏著《明代官手

工業的研究》頁1-41；徐泓，1986，〈中國官匠制度〉，收入于宗先主編《經濟學

百科全書》第2冊《經濟史》頁38-44；羅麗馨，1988，〈明代官手工業組織中官匠

的管理制度〉，《大陸雜誌》77,5：200-218；羅麗馨，1994，〈明代官辦造船業〉，

《大陸雜誌》，88,1：25-44；羅麗馨，1997，《十六.十七世紀手工業的生產發展 》
第 章；徐建青，2000，〈手工業篇：官營手工業〉，收入《中國經濟通史‧清代經

濟卷》上冊頁533-555。王爾敏，1982，〈官督商辦觀念之形成及其意義〉，《中國

文化研究所學報》，13：19-43；張玉法，1988，〈清末民初的官督商辦工業〉，《中

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7下：；夏東元、楊曉敏，〈論清季輪船招局的性質〉，

1985，收入夏東元《晚清洋務運動研究》頁160-181；黎志剛，1988，〈輪船招商局

國有問題，1878-188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7上：15-40（本文收

入氏著《中國近代的國家與市場》頁197-240）；張維安，1990，《政治與經濟：中

國近世兩個經濟組織之分析》第章頁。 

（二） 徐泓，1972，《清代兩淮鹽場的研究》頁182-222；徐泓，1975，〈明代中期食鹽運

銷制度的變遷〉，《國立台灣大學歷史學系學報》2：139-164；徐泓，1977，〈明

代後期的鹽政改革與商專賣制度的建立〉，《國立台灣大學歷史學系學報》4：299-311；

汪士信，1989，〈乾隆時期徽商在兩淮鹽業經營中應得、實得利潤與流向試析〉，

《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3：95-111；劉淼，1996，《明代鹽業經濟研究》第7-10章

頁221-374；王振忠，1996，〈徽商與明清兩淮鹽政〉，氏著《明清徽商與淮揚社會

變遷》頁1-57；關文斌，1999，《文明初曙：近代天津鹽商與社會》第3章頁41-65；

卜永堅，2002，〈商業里甲制---探討1617年兩淮鹽政之「綱法」〉，《中國社會經

濟史研究》2002,2：14-21；卜永堅，2005，〈袁世振之研究〉，《九州學林》3,1：

252-274；卜永堅，2009，〈明朝十六世紀兩淮鹽政的制度創新：以《鹽法條例》為

中心〉，《明代研究》13：109-136；黃國信，2006，《區與界：清代湘粵贛界鄰地

區食鹽賣研究》頁1-270；曾小萍（Madeleine Zelin），2014(2005)，《自貢商人：近

代早期中國的企業家》（董建中譯）第4-8章；倪玉平，2006，《博弈與均衡：清代

兩淮鹽政改革》頁1-91、265-269。 

（三） 嚴中平，1948，《清代雲南銅政考》；白壽彝，1956，〈明代礦業的發展〉，《北

京師範大學學報》1956,1：95-129；全漢昇，1974，〈清代雲南銅礦工業〉，《香港

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7,1：155-182；韋慶遠、魯素，1984，〈清代前期的

商辦礦業及其資本主義萌芽〉，收入韋慶遠《檔房論史文編》頁149-261；陳慈玉，

1988，〈十八世紀中國雲南的銅生產〉，收入陶希聖先生祝壽編輯委員會編《國史

釋論：陶希聖先生九秩榮慶論文集》上冊頁283-299），頁286-289；邱澎生，2001，

〈十八世紀滇銅市場中的官商關係與利益觀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集

刊》72,1：49-119；賀喜，2010，〈乾隆時期礦政中的尋租角逐：以湘東南為例〉，

《清史研究》2010,2：56-64；常建華，2012，〈康熙朝開礦問題新探〉，《史學月

刊》2012,6：34-44；唐立宗，2009，〈從《定氛外史》看明代惠州礦徒事件、劃疆

分邑與士民議論〉，《明代研究》13：137-186；唐立宗，2011，《坑冶競利──明代

礦政、礦盜與地方社會》第 章頁；唐立宗，2014，〈採礦助餉：18世紀初期山東的

開礦熱潮與督礦調查〉，《思與言》52,2：1-61；唐立宗，2015，〈明代《鉛書》修

撰及其礦冶開發史料探析〉，《成大歷史學報》47：29-70。E-Tu Zen Sun（孫任以

都）, 1971, “The transportation of Yunnan copper to Peking in the Ch’ing period,”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9:132-148. 張永海、劉君，1988，〈清代川江銅鉛運輸簡論〉，《歷

史檔案》1988,1：87-91；川勝守，1989，〈清乾隆雲南銅の京運問題〉，《九州大

學文學部東洋史論集》17：1-94；劉序楓，1999，〈清康熙～乾隆年間洋銅的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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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流通問題〉，收入湯熙勇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7輯頁93-144。 

（四） 西嶋定生，1993(1948)，欒成顯譯，〈以十六、十七世紀為中心的中國農村工業

之考察〉，收入劉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論著選譯》第6卷頁1-25；西嶋定生，

1984(1966)，《中國經濟史研究》（馮佐哲、邱茂、黎潮譯，北京：農業出版社）第三部

《商品生產的發展及其結構—中國初期棉業史之研究》、補記，頁520-655、656-663；傅

衣凌，1957(1956)，〈論明清時代的棉布字號〉，收入《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頁127-130；

寺田隆信，1986(1968)，〈蘇州踹布業的經營形態〉，收入氏著《山西商人研究》（張正

明、道豐、孫耀、閻守誠譯）；田中正俊，1993(1984)，〈關於明清時代的包買商制生產—
以絲、棉紡織業為中心〉（欒成顯譯），收入劉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論著選譯》

第二卷頁248-310；徐新吾，1999(1986)，〈中國紡織手工業中唯一資本主義萌芽—絲織業

商人資本包買主問題探討〉，收入《中國經濟史料考證與研究》頁145-164；徐新吾，1999，

〈商人資本在棉手工業中的發展與資本主義萌芽——對明清時期棉布商人資本類型分析

與誤解的評述〉，收入氏著《中國經濟史料考證與研究》頁165-194；王翔，1992，《中

國資本主義的歷史命運：蘇州絲織業「帳房」發展史論》頁31-82、105-120、128-164。李

伯重，2000，《江南的早期工業化》頁37-85；范金民，2002，〈清代江南棉布字號探析〉，

《歷史研究》2002,1：88-98；邱澎生，2002，〈由放料到工廠？清代前期蘇州棉布字號

的經濟與法律分析〉，《歷史研究》2002,1：75-87；邱澎生，2012，〈18世紀蘇松棉布

業的管理架構與法律文化〉,《江海學刊》2012,2：143-157。 
（五） 陳恒力，1958，《補農書研究》頁；唐立宗，1999，〈明清之際江南地區農業生

產及其利潤─《補農書》研究史的檢討〉，《史原》21：41-86；足立啟二，1978，〈明末

清初の一農業經營—《沈氏農書》の再評價〉，《史林》61,1：；伊原弘介，1982，〈明

末清初「紳士」的土地經營以張履祥為例〉，收入南開大學歷史系編《明清史國際學術討

論會論文集》頁567-574；石奇、方卓芬，1985，〈清代前中期農業中的資本主義萌芽〉，

收入《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一卷《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頁184-268；李伯重，2007，

王湘雲譯，《江南農業的發展，1620-1850》第1、7-10章，頁1-17、129-237。村松祐次，

1978(1970)，《近代江南の租棧：中囯地主制度の研究》第章；夏井春喜，2001，《中国

近代江南の地主制研究：租桟関係簿冊の分析》第章；夏井春喜，2014，《中華民国期江

南地主制研究》第章。 

（六） 楊聯陞，1976（1970），〈傳統中國政府對城市商人之統制〉，收段昌國等譯《中

國思想與制度論集》頁373-402；山根幸夫，1993(1977)，欒成顯譯，〈明及清初華

北的市集與紳士豪民〉，收劉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論著選譯》第6卷頁

341-370；Susan Mann(曼素恩), 1987, Local Merchants and the Chinese Bureaucracy, 
1750-1950, pp.. William T. Rowe, 1993. "State and Market in Mid-Qing Economic 
Thought: The Career of Chen Hongmou, 1696-1771" Etudes Chinoises 12,1:7-40. 
Pierre-Etienne Will, 1999. “Discussions about the Market-Place and the Market Principle 
in Eighteenth-Century Guangdong.” 收湯熙勇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論文集》第七輯

上冊頁323-389；David Faure, 2002, “What Weber Did Not Know: Tow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ing and Qing China,” in David Faure and Tao Tao Liu eds., Town and 
Country in China: Identity and Perspective, pp.58-84.邱澎生，1998，〈由市廛律例演變

看明清政府對市場的法律規範〉，收入《史學：傳承與變遷學術研討會論文集》頁

291-334；童光政，2004，〈明律「私充牙行埠頭」條的創立及其適用〉，《法學研

究》26,2：116-125；張渝，2009，〈清代巴縣政府對商業活動的管理與法律規制〉，

《貴州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9,2：153-155；瀧野正二郎，2010，〈清

代後期、四川省南部県における場市の設立と県衙門 : 『南部県档案』を史料とし

て〉，《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38：99-140。 
（七） 吳奇衍，1985，〈清代前期牙行制試述〉，《清史論叢》6：26-52；山本進，1993，

〈清代江南の牙行〉，《東洋學報》74,1/2：27-58；山本進，2002，〈清代四川の地

域經濟—移入代替の棉業と巴縣牙行〉，收入氏著《明清時代の商人と國家》頁；

足立啟二，2012，〈牙行經營の構造〉，收氏著《明清中國の經濟構造》頁569-590；

鄧亦兵，2000，〈牙行〉，收入《中國經濟通史‧清代經濟卷》中冊頁1311-1352；

劉錚雲，2003，〈官給私帖與牙行應差—關於清代牙行的幾點觀察〉，《故宮學術

季刊》21.2：107-123；范金民，2009，〈把持與應差：從巴縣訴訟檔案看清代重慶的

商貿行為〉，《歷史研究》2009,3: 59-81；周琳，2013，〈「便商」抑或「害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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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彬，1937，《廣東十三行考》第章頁；傅衣凌，1986，〈清代前期廈門洋行〉，氏

著《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頁229-249；陳國棟，1980，「清代前期的粵海關

(1683-1842)」（台大歷史所碩士論文）頁；岡本隆司，1999，《近代中國の海關》頁。

郝延平，1991(1986)，陳潮等譯，《中國近代商業革命》第5-9章頁；林玉茹，2007，

〈商業網絡與委託貿易制度的形成：十九世紀末鹿港泉郊商人與中國內地的帆船貿

易〉，《新史學》，18,2：61-103；林玉茹，2013，〈導讀：寧波代理商與泉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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